
 

 1 

代际收入转移、教育与收入不平等 

韩颖 孙早
1
 

【摘 要】：依据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的特征事实，从家庭微观决策的视角入手，构建了一个研究家庭养老

负担、教育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经研究发现：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水平的提

高能够通过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家庭教育投资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取决于教育成本，

当教育成本较高时，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当教育成本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教育投资

的提高会显著缓解收入不平等。政府应加大力度鼓励建立健全家庭养老保障机制，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回报率，

激励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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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为贫富

分化打开了空间(Milanovic,2019)。自 2000 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 0.4的警戒线以上，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儒家孝道文化广泛根植于中国家庭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姚玉祥，2019)。伴随着中国老龄化进

程的持续加快，“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家庭养老负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家庭微观决策过程中，出于

“望子成龙”的“利他动机”和“养儿防老”的“自利动机”,父辈通常会有强烈的意愿提高子辈数量与质量，确保在老年期能

够获取更高水平的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经由子辈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取舍，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收入

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养老负担的加重一方面可能会降低家庭生育率，提高子辈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可能会挤出家庭教

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作用(汪伟和咸金坤，2020)。也就是说，家庭微观决策通过改变劳动力供给情况，进而影响收

入不平等的效果尚需进一步深究。在这个意义上，厘清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深层影响，把握收入不平等形成的底层逻辑，关乎

新时期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在理论层面，基于家庭微观决策机制的视角，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将生产部门划分为传统

部门和现代部门，刻画了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内在机理，同时推演了在不同教育成本下，家庭教育投资的

内部决策将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第二，在经验层面，本文首先利用微观和宏观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代际间向上收入

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理论分析保持高度一致，其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教育成本在家庭教育投资与收入不平等间

扮演的角色，最后验证了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通过作用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在老龄化加速

发展的态势下，本文为探寻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有效路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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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三方面相关文献，第一类文献研究了代际收入转移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第二类文献着重关注

了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第三类文献则强调了代际收入转移与教育的关系。 

1.代际收入转移与收入不平等 

现有关于代际收入转移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大多聚焦于代际间向下收入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陈东和黄旭峰，

2015;Daruich 和 Kozlowski,2020),以老龄化为背景，关注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尚不充分。随着老龄化

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负担引起了部分文献的关注。Cai 等(2006)对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与老年人口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论表明，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是老年人口收入的关键来源，能够有效避免老年贫

困的发生。沿着这一思路，部分文献开始探究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解垩(2013)研究发现包括子辈给予父辈

的代际收入转移在内的私人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缓解作用，且这一作用效果显著强于政府的公共转移支付。Ku 等

(2021)对韩国 1996-2016 年老年人收入分配进行了分解，结论表明，公共转移支付的增加能够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而包含赡养

费在内的私人转移支付的下降倾向于加剧收入不平等。 

老龄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较早出现在发达国家，一方面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逐步取代家庭内部养老机制，另一方面

西方文化并不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李超，2016)。不同于发达国家，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仍承担着重要

的作用。由此，从家庭微观视角入手，探究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对新时期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实现高质量发

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教育与收入不平等 

长期以来，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都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关注的焦点，积累了大量相关研究文献。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关

系的研究始于 Schultz(1960)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能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

收入分配。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大量文献探讨了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Knight 和

Sabot(1983)探究了二元经济中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会产生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前者是指教育会提高

社会人力资本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效果，后者是指教育增加高学历劳动力的供给后，预期的工资收入

会降低，进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两种作用交互出现，导致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杨娟等(2015)的研究表明，

贫困家庭由于预算约束限制，导致无法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加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能够通过促进

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缓解收入不平等。Iva(2021)的研究指出，通过教育扩张，英国中上层劳动力比底层劳动力更能获取收

入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在增加，但其工资溢价对收入不平等的“压缩”效应有

限。 

3.代际收入转移与教育 

有关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利他动机和自利动机(Becker 等，1990)。在利他动机下，父辈的效

用函数受到子辈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促使父辈倾向于提高子辈人力资本投资；在自利动机的框架下，理性的父辈将把子辈人力

资本的投资看作资本品投资，以期在老年获得更高的赡养费(刘永平和陆铭，2008;王伟同等，2021)。基于上述代际间合作机制，

家庭微观决策行为(对子辈数量与质量的投资与权衡)将对社会整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 

现有研究文献关于代际收入转移如何影响教育投资的结论不尽相同：第一种文献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代际间向上收入

转移使得子辈教育投资水平下降。李超(2016)通过构建代际交叠模型，将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利己和利他动机统一纳入理

论框架，发现在反馈式的代际关系中，家庭养老负担会导致子辈教育投资水平的下降。第二种文献的研究结论则相反。Alders 和

Broer(2005)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带来的工资上涨促使家庭提高对子辈的教育投资，以期获得更高的赡养费回报。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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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8)的研究发现，老龄化并不一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预期寿命的增加会促使父辈对

子辈进行更高水平的教育投资。第三种文献认为家庭养老负担与教育投资间呈现“倒 U 型”关系。毛毅和冯根福(2012)利用数

值模拟研究发现，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当物质资本产出弹性较高时，教育投资支出对家庭赡

养支出比例的变化将不甚敏感，同时倒 U型曲线的拐点会向后移动。第四种文献则认为家庭养老与教育投资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例如，Lin 和 Pei(2016)利用中国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子辈给予父辈的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对子辈教育投资的影响，结

论表明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纵观现有文献可知，国外研究文献较为注重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但其研究对于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儒家孝

道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不甚适用，国内研究文献则侧重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与教育作用于收入

不平等的探究尚不充分。以现有研究文献为基础，本文将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引入经典的代际交叠模型，从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

移及教育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新视角出发，尝试为探究老龄化背景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更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三、理论模型与假说 

本文尝试将由现代生产部门和传统生产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引入经典的代际交叠模型，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理

论模型，刻画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教育作用于收入不平等的机理。 

1.生产部门 

本文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出发，将生产部门划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使用高技能劳动力，其产出为规模

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传统部门使用低技能劳动力，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递减函数，这一设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性相吻合

(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1)现代生产部门 

 

其中，Yht、Kht和 Ht为现代部门在 t时期的产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Ah为外生给定的技术水平。Ht可看作是 t时期高技能

劳动力数量 Lht与劳动力质量 ht的乘积(以人力资本水平衡量)。 

(2)传统生产部门 

 

其中，Ylt为传统部门在 t时期的产出，Al为外生给定的技术水平(假定现代部门的技术水平高于传统部门，即 Ah>Al),Llt为传

统部门生产所需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h0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假定 h0=1。 

(3)收入不平等程度 

本文将收入不平等程度 Wt定义为两个部门的工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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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部门 

(1)基本假定。 

家庭中每个个体存活三期，分别为幼年期、中年期以及老年期。个体在幼年期接受父母的抚养和教育投资，在中年期参加传

统部门或现代部门的工作，在老年期退休，将子女的赡养费用、中年期的储蓄均用于消费。若个体选择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其子女可以成为高技能劳动力参与生产，若个体选择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则其子女作为低技能劳动力参与生产。 

假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有家庭所面临的成本函数为 ht+1=ht
1-θ
et

θ
。其中，ht+1代表子辈的人力资本水平，ht代表父母

的人力资本水平，et(et≥0)代表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θ(0<θ<1)衡量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积累人力资本的作用，

1-θ衡量了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对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即人力资本水平的代际传递程度。 

每个代表性个体在期初均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低技能个体在 t 期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子女在 t+1 期作为低技能劳

动力存在；第二种是高技能个体或低技能个体在 t 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子女在 t+1 期作为高技能劳动力存在。是否进行人力

资本投资取决于不同情况下，个体获得的总效用大小。 

(2)居民行为决策。 

第一，若低技能个体在 t 期决定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在中年期需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满足自身消费以及储

蓄，在老年期将储蓄和子女给予的赡养费全部用于自身消费。由此，个体在中年期和老年期面临的预算约束分别为： 

 

其中，C1t和m1,t+1为个体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消费，wtht为工资，Rt为储蓄回报率，S1t为储蓄，n1t为生育率，ϕ为个体抚养子

女的固定支出比例，y为个体赡养老人的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例，象征着家庭的代际收入转移水平(假定 0<y<1)。 

个体自身消费、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均会带来效用，本文将总效用函数设定如下： 

 

其中，β 代表个体对自身老年期消费的重视程度，n1t代表子女的个数，ht+1代表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不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的低技能劳动力家庭而言，ht+1=ht=h0=1),二者对个体效用的贡献度分别为 γη 和 γ,η 代表父辈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

重视程度。δ代表个体对父母在 t期消费效用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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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若低技能或高技能个体决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在中年期除了支付抚养子女的基本费用，还需要负担子女的

教育费用，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支出总计为 ,其他支出项目与前述相同。由此，个体在中年期和老年期面临的

预算约束分别为： 

 

个体总效用函数为： 

 

第三，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个体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不同情况下总效用的大小，即 U1和 U2的大小。将

家庭最优化均衡解代入 U1和 U2的表达式可得： 

 

定义ΔU=U1-U2,当ΔU>0 时，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将高于收益，此时个体不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两种情

况下的最优解代入效用表达式(默认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计算可得，当教育成本 时，U1>U2,此时

父母不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 e> 时，U1<U2,父母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

时，U1=U2,父母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两种情况下个体总效用的大小不会产生影响。

对于高技能家庭而言，若教育成本过高导致其无法进行教育投资，则低技能家庭同样不可能进行教育投资，社会上将不存在高技

能劳动力。本文假定高技能家庭一定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 wh> 。对于低技

能家庭而言，若 e(e1)>wl,低技能家庭将由于收入过低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 e2(e2 时，

低技能家庭将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可见，教育成本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过高的教育成本会阻碍家庭对子

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3.市场出清条件 

产品市场出清条件为不同部门的产出全部用于消费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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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ht与Clt、Iht和Ilt分别代表高技能和低技能家庭的消费及投资。 

假定资本在每一期完全折旧，t+1 期的资本全部来源于 t期的储蓄。总资本用于现代部门的生产，资本市场出清条件为： 

 

假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 t期的人口量分别为Lht、Llt。低技能家庭子辈进入现代部门的比例为p,当低技能家庭

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p=0。据此，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4.理论分析 

(1)若高技能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低技能家庭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将市场出清条件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变量均

衡值代入收入不平等公式可得(默认在平衡增长路径上): 

 

 

第一，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水平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本文对收入不平等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并对代际收入转移程度求导。计

算可知，∂W/∂y<0。也就是说，当高技能家庭选择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低技能家庭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代际收入

转移水平的提高将缓解收入不平等。代际收入转移水平提高时，低技能家庭的生育率将下降，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下降。对于高技

能家庭而言，若父辈更重视子辈质量，代际收入转移的间接效应将促使家庭生育率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最终，代际

收入转移水平的上升带来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第二，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为了探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本文对收入不平等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并对教育投资

水平求导。经过计算得知，∂W/∂e>0,也就是说，当仅有高技能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家庭教育投资越多，收入不平等越严

重。这一结果符合社会现实，若社会中只有高技能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子辈一代又一代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低技能家庭子

女将一直维持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参与传统部门的生产，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随之扩大。 

(2)低技能家庭和高技能家庭均选择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第一，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水平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当低技

能家庭和高技能家庭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低技能家庭的子辈有 p 的比例进入现代部门。将市场出清条件和均衡解代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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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公式，计算可得： 

 

经过计算可得，∂W/∂y<0。也就是说，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提升会缓解收入不平等。当两种家庭均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时，代际收入转移水平上升会促使父母提高教育投资水平，降低生育率(或提高生育率，降低子女教育投资水平),高技能劳

动力供给质量的增长速度提高，供给数量的增长速度降低(或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速度提高，供给质量的增长速度降低)。

原有传统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家庭通过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子女人力资本水平，逐步转化为高技能劳动力参与现代部门生产，传

统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下降。整体看来，在两种作用的交互下，社会中现代部门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提升，传统部门低技能劳

动力供给数量下降，最终带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第二，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通过计算可得，∂W/∂e<0。即当低技能家庭和高技能家庭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家庭教

育投资的增加会缓解收入不平等。结合前述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过程可知，当社会教育成本处于合理范围内时，低技能家庭和高

技能家庭的收入均足以负担得起子辈人力资本投资，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两种家庭均会对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长期而言，

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所提升，收入不平等得以缓解。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

个有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1: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上升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减少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或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进而

缓解收入不平等。 

假说 2:当教育成本较高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当教育成本较低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收

入不平等。 

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1.计量模型设定 

(1)为了验证假说1,我们设置了如下计量模型： 

 

下标 i代表不同地级市(县级市),t 代表不同年份，Wit代表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采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年度

总工资之比来衡量，其中，高技能劳动力为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个体，低技能劳动力定义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个

体。TRAit代表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用家庭年度代际收入转移总额占家庭年度总工资的比重来衡量。v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ut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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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it)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本文采用

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地区人均 GDP水平的对数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城镇

化水平(URBit);采用非国有企业就业总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市场化水平(SOBit);本文将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水平(OPENit)的衡量指标；采用地区养老保险(ONSit)和医疗保险(HNSit)的普及率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表

征指标，以地区参保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地区教育资源水平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地区学校数量

(SCHit)和学生教师比(学生数量/教师数量，STUit)来衡量地区的教育资源水平；选取地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比来表征人

口年龄结构(AGEit)。 

(2)为了验证假说 2提出的理论机制，本文设置了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其中，Ι(⋅)为指示函数，门槛变量 GOVit的下标 i代表不同地区，t代表不同年份。EDUit代表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本文采用

家庭教育年度总支出的对数作为衡量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指标。GOVit 为地区教育成本，借鉴孙早和刘李华(2019)等人的做法，

本文选取地区国家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重来反向度量教育成本。m为门槛值，将样本划分为不同区间，不同区间的回归

方程不同。Xj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假说 1的设置相同。 

2.数据来源与处理 

(1)数据来源与介绍。 

数据来源如下：微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 CHARLS),目前可获得的数据包括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8年共计 4年的面板数据；宏观层面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数据处理。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假说，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第一，对 CHARL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筛选清洗，选取了四年均参与调

查的家庭及个人；第二，将样本中年度代际收入转移水平高于子女及其配偶年度总工资的样本点剔除；第三，在计算收入不平等

程度的过程中，我们剔除了不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个体；第四，按照样本点所在地级市(县级市)进行宏观变量数据的匹配整理，

最终获得 106个地级市或县级市的四年平衡面板数据，共计 424 个样本点。 

五、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实证结果分析 

(1)假说 1的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 1所示，根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不同的回归方法中，代际收入转移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

着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结合理论分析可知，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水平

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促进子辈数量或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将促使部分低收入家庭降低生育率，减少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在这一过

程中，收入不平等趋于下降，本文的假说 1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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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参考 Cai 等(2006)和 Lei 等(2012),本文选取家庭同住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

为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家庭中父辈与子辈是否同住是影响代际间收入转移的关键因素(Lin 和

Pei,2016),家庭同住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子辈向上的代际收入转移水平越高(Lei 等，2012),这表明本文工

具变量的选取满足了相关性原则。外生性原则意味着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内生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程度产生影响。“家庭同住 65岁

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龄化程度，可能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直接影响。据此，本文首先

对工具变量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1,初步验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尽管家庭同住老年人口比重这一变量能够

反映老龄化程度，但其与普遍采用的宏观层面老年人口比例指标不甚相同。根据 CHARLS 微观调查数据计算可知，家庭年轻子女

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逐年下降，意味着存在一定规模的老年人口并未与子女同住，这些老年人口仅能够体现在地级市层面的老龄

化程度中。实际上，家庭同住老年人口占比主要受到代际情感亲密度、父母权威、地区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Lin 和 Pei,2016),

相对外生于本文的经济体系。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城镇化水平等被认为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王小鲁和樊

纲，2005)。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受到国家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水平主要由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状况决定，

城镇化水平则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要素密切相关，这表明家庭同住老年人口占比通过前述渠道影响收入不平

等的可能性较低。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要求。根据回归结果可知，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

收入不平等程度，假说 1 再次得到了验证。此外，Kleibergen-Paaprk LM 检验的结果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假设，Cragg-

DonaldWaldF 检验值高于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这意味着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考虑到基础回归中，空间自相关效应的显著存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将

总体数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 2,设置地区虚拟变量 PRO(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1,西部地区=0),引入地区与代际收入转移水

平的交互项，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中最后一列所示。地区虚拟变量与代际收入转移交互项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也即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代际收入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依次下降。根据 CHARLS 调查数据计算可知，东部地区代际收入转

移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3
,这一方面与劳动力在东部地区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父母有着更强的激励对子

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有关，另一方面与东部地区教育成本较高(详见假说 2的回归分析),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提高致使部分低技

能家庭降低生育率，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下降有关。在上述两方面作用下，东部地区代际收入转移水平上升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

作用更强。 

表 1代际收入转移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变量 双向固定效应 2SLS 方法 空间自回归 双向固定效应 

TRAit -0.040
**
 -0.115

***
 -0.053

***
 -0.061

***
 

 (-2.26) (-3.71) (-4.13) (-3.74) 

PRO×TRAit - - - -0.052** 

 - - - (-2.11) 

其他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PrkLM - 11.022 - - 

C-DWaldF - 31.304 - - 

F 值 - - - - 

Rho - - 0.581*** - 



 

 10 

R2 0.339 - 0.139 0.235 

N 424 424 424 424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未展示，备索。 

(2)假说 2的回归结果分析(如表 2所示)。 

在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前，本文利用自举法，对门槛效应是否存在及门槛个数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具体回归过程

中，考虑到地区因素可能会影响回归结论，本文在全国整体数据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总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面

板门槛回归。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教育成本的门槛效应均显著存在，且均通过了双门槛检验。也就

是说，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教育成本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 

表 2门槛值估计与门槛效应检验 

模型 门槛估计值 F值 P 值 

双重门槛(全国) 0.771;0.820 105.290 0.000 

双重门槛(东部) 0.770;0.784 50.680 0.000 

双重门槛(中部) 0.754;0.819 36.840 0.000 

双重门槛(西部) 0.767;0.824 95.770 0.000 

 

第一列为全国层面回归，后三列分别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层面回归。从全国层面来看，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

的关系取决于地区教育成本。当地区教育成本处于最高范围内时(GOVit<0.771),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现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当地区教育成本处于中间范围时(0.771<GOVit<0.820),家庭教育投资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由正转负；当教育成本最低时

(GOVit>0.820),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同样能够显著缓解收入不平等。综上所述，当地区教育成本较高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会

加剧收入不平等，当地区教育成本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本文的假说 2得到了验证。 

根据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知，当教育成本处于较高水平时，家庭教育投资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加剧作用。当教育成本处于

中间范围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同样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当教育成本较低时，家庭教育投资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转变

为显著的缓解作用；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东部地区较为类似，只有当地区教育成本较低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才能够显著缓

解收入不平等；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较为不同，在不同的教育投资成本区间，家庭教育投资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始终呈现显著的负

向关系。由此可见，不同地区教育投资成本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且具备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可知，尽管东部

地区教育经费总额最高，但东部地区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经费占比最低，事业收入(学杂费等)占比最高。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家庭

的教育成本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过高的教育成本会阻碍地区低技能家庭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高技能家庭对子女持续

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导致二者间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日益加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2.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计量回归结果的稳健可信，本部分采用以下方法对基准回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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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换变量衡量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月度工资之比替代年度工资之比来衡量收入不

平等程度，重新进行回归。替换控制变量。采用地级市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级市城镇常住人口与总

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采用地级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衡量对外开放程度。替换门槛变量。由于门槛变量选择可能存在

随意性，对回归结论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地区财政总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替换国家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重作为门

槛变量重新进行回归。通过对比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本文的假说再次得到了验证。 

(2)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替换 CHARLS数据对假说2进行回归(受代际收入转移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此处仅对假

说 2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教育投资成本的门槛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教育成本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 

六、机制验证 

为了验证代际收入转移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这一理论机制，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采用 2SLS 方法，代际收入转移水平的增加均能够显著促进人力

资本水平提升。与基准回归相较而言，代际收入转移弹性系数的显著性与数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意味着代际收入转移

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部分地被人力资本提升所取代。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本文假说 1 中所提理论机制是显著存

在的。更进一步地，我们采用 Sobel 检验对中介效应占比进行了计算，检验结果同样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在代际收入转移和收入

不平等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七、结论与建议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目标之一。新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力资本成为新时期国家竞争核心因素

的背景下，深入探究代际收入转移、教育作用于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生

产部门和家庭部门在内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刻画了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教育决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进而提出

了两条有待检验的假说，最后利用中国家庭调查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提假说。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

转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减少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或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第二，教

育成本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当教育成本较高时，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当教育成本较低时，家庭教育投

资的增加能够显著缓解收入不平等。 

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各级政府应加大力度鼓励和培育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并利用该机制对劳动力供

给的调节作用，增加社会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第一，提升教育回报率，始终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

制度，为劳动力提供合理的“人才补贴”,鼓励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报酬。第二，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提高财政教育

支出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占比，增加教育补贴，降低地区教育成本，适度降低学杂费标准，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分布平等化，尽

可能促使所有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教育资源，避免因学费高昂造成“上不起学”的现象，为劳动力接受教育提供更加公

平的途径，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第三，坚持推进放开生育政策，对多胎家庭给予合理的生育津贴，鼓励家庭生育，达到延缓老

龄化进程、提高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目的。第四，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政府应积极培育家庭养老保障

机制，加强基层儒家孝道文化宣传，提供老年人口补贴，同时可以利用税收减免政策和带薪休假减轻家庭养老负担，激励子辈主

动养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正面作用，增进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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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2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十个省市;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河南、安

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六个省份;西部地区是指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重庆、

西藏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本文数据所包含的地级市较多,此处不予详细列出,按照地级市所在的省份或自治区进行归类。 

3根据 CHARLS 数据计算得出,2011-2018年东部地区代际收入转移年均水平约为 7604 元,中部地区约为 7289 元,西部地区约

为 7051 元。 

4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